柳亚子诗论管窥

——浅谈《胡寄尘诗序》

金绍先

柳亚子先生是近现代杰出的爱国革命诗人。他的诗词，如号角，如战鼓，奏出了一曲激越昂扬的崭新时代精神之歌。他在创作上的卓越成就，是与他革命的诗歌理论的指导分不开的。柳先生在辛亥（1911年）为南社成员胡怀琛（字寄尘）所作的《胡寄尘诗序》（见附录），便是他诗歌理论的代表作。

辛亥前后的中国诗坛，“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局面（柳亚子《怀旧集·介绍一位现代的女诗人》）。所谓同光体诗人，即指以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宋诗派，自乾、嘉间翁方纲倡宋诗、宗江西以来，中经程恩泽、何绍基、曾国藩等人推波助澜，学宋诗成为晚清正统诗坛的潮流，其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大官僚。宋诗派大抵回避、远离社会现实问题和矛盾，一味从声音格调、用辞造句等方面摹仿苏、黄和江西诗派，僻词拗句，生涩瘦硬，所作内容也无非是官场应酬，赴官旅行，书画题跋之类，完全走着一条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道路，诗坛上这样一种倾向，到“同光
体”达到高峰。这无疑是传统的封建文化垂死前的一次挣扎，在新思潮源源涌入、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形下，宋诗派实际上成为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文学领域内对抗革命的一支首要同盟军。柳亚子《胡寄尘诗序》正是在对同光体的揭露与批判中，提出了自己革命的战斗的诗歌理论。

《胡寄尘诗序》首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同光体诗风的社会根源，“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不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士之夸毗无识者”随声附和，“而黄茅白苇之诗派，遂遍天下矣！”如前所述，清代宋诗派之崛起，是与诸官僚分不开的，而“同光体”之官僚更与前不同，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人均为清政府中的维新改良派，梁启超就曾对陈三立备极倾倒：“其诗不同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醲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散原精舍诗序》）陈三立曾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琛推行新政，陈衍、郑孝胥在变法时入京积极赞助康梁，沈曾植又是康有为强学会的追随者，慈禧政变后，他们均遭革职或排挤。但到辛亥前，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已经堕落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对者，而他们“罢官废吏”的身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却有很大的欺骗性，在反对革命运动的方面能够发挥清朝统治者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因此，《胡寄尘诗序》深刻地揭露了同光体诗人“利禄之怀，耿耿勿忘”，始终是清王朝的御用工具的本质。他们“日暮途穷，东山再出，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这股诗坛逆流，不正是回旋于康梁等保皇党人掀起的政治逆流之中的吗？联系到柳亚子在《感事四首》中的“五经符命国师公，浪以成周望犬戎。”和《后感事四首》的“孔雀有文宁掩毒？神狐善变总伤人。”其矛头都是针对着康梁党人的。又在《论诗六绝句》中对同光体（“郑、陈枯寂无生趣”）、对康有为（“一卷生吞杜老诗”）、对黄遵宪（“时流竞说黄公度”）的批判与嘲笑。我们可以断言，柳亚子反对同光体，是直接配合着当时革命派反对保皇派的整个斗争大方向的。柳亚子这篇文章，并非仅仅谈诗论文而已，而是以文学批评作为革命的武器而战斗着。因此柳亚子引明末遗民、反清志士吕留良的话说：“今日之文字，坏不在文字，其坏在人心风俗。”同本世纪初许多激进的爱国志士一样，柳亚子不仅深恶痛绝于一班为虎作伥的反动官僚，对于一般受其愚弄欺骗、浑浑噩噩的“夸毗无识者”，也抱着一股“怒其不争”的强烈感情，因此明确指出南社反对同光体，并不是一般的文学集团或风俗流派之争，而是一场改造“人心风俗”，进而反清革命，改造社会的斗争。

在这一点上，柳亚子已经初步提出了类似鲁迅的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观点，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中，他痛切地说：“大抵钝根众生，往往泥于现在，不知有未来，亦并不知有过去，此二百六十一年之事，国民脑镜所由不存其旧影欤！忘上国之衣冠，而奉豚尾为国粹；建州遗孽，本炎黄世胄之公仇，反嵩高以为共主；以如此之智识，而强聒不舍以‘驱除’、‘光复’之名词，宜其河汉也。”因此他主张推广革命戏剧，使自由之旗首先“飘飘出现于梨园革命军”，以期“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柳亚子这一主张固不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他那一片沸腾的爱国赤诚，直到今天也令人为之兴起。他要用革命的文艺武器，进而唤醒民众，光复中华，他的文艺与诗歌理论，是紧紧地围绕着他爱国革命的政治总目标的。

为了改造“人心风俗”，针对着同光体诗人之倡宋诗，柳亚子提出振兴唐诗的主张：“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柳亚子在此强调指明，他所要继承的唐诗优传良统，乃是统治阶级以外的“布衣之诗”所具有的反抗性、叛逆性的传统，而不是清代唐诗派官僚如王士祯、沈德潜所鼓吹的“神韵”、“格调”之说，或“温柔敦厚”之论。与宋诗派相反，柳亚子始终是推崇唐诗，抵排宋诗的。在南社成立期间，他与陈去病“评量诗派”，把同光体“横流”之罪归咎于“苏、黄”（《时流论诗多骛两宋，巢南独尊唐风，与余相合，写诗一章，即用留别》）；在《妄人谬论诗派，书此析之》诗中，一再抨击“诗派江西宁足道，妄持燕石诋琼琚”，“分宁茶客黄山谷，能解诗家三昧无”；在《答野鹤》（载民国日报）一文有云：“诗学坏于江西派……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尽扫江西派不可。”他与南社拥护同光体的闻野鹤、姚鹓雏、朱鸳雏等进行坚决的斗争。通过《论诗五绝答鹓雏》、《后论诗五绝示昭懿》诸篇，批判“不相菲薄不相师”的调和态度，旗帜鲜明地对他们大张挞伐，斥之为“龟龙蝘蜓漫嘲讥”，“董龙鸡狗汝何人”？最后导致驱逐朱鸳雏出社。在《论诗三截句》中，柳自谓“平生私淑云间派”。所谓“云间派”，指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父子，其人皆抗清志士，其诗则祖述明前后“七子”，力倡盛唐之音。应该说，亚子早年的政治、文学生涯是贯串着反同光体、反宋诗、倡唐诗这一革命主线的。在《胡寄尘诗序》中，开头录林纾（即“畏庐老人”）批评宋诗推重唐诗的一段话，当然也代表柳亚子的观点。的确，对唐宋两代诗风，虽不能简单地一概肯定或否定，但大致说来，唐诗具有一种开阔宏大、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等等，那种横戈马上，积极浪漫的总体风貌，与有唐一代强盛的国势密切联系在一起，最为清末鼓吹“尚武精神”，致力民族复兴的革命志士所倾到。相反，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民族斗争中表现得最软弱最可耻的一个时代，清末革命志士出于反满民族革命的情绪和需要，往往都蔑视宋朝，斥之为“陋宋”、“孱宋”。柳亚子在《斥鹓雏》一文中说：“今之鼓吹同光体者，乃欲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大夫之性情，宁非荒谬绝伦耶！”把宋诗与亡国联系起来，可谓慨乎言之。而宋代士大夫也大抵深居书斋，埋头经史，辛苦于科举，拘谨于仕宦，诗坛遂成深思内省，矜才炫学，老重衰飒、孤瘦冷峭之风。清代中叶以后，一班日趋腐朽的大官僚不约而同地沉溺于宋诗，决非偶然，那实在是封建末世的衰亡之征兆在文坛上的投影而已。因此，柳亚子确推崇唐诗，决非仅仅是为了立异于同光体，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学、政治与时代根源：在《论诗六绝句》中，柳亚子对当时诗界巨擘们一一斥嘲无余，却高度赞扬“快心一叙见琴南，闽海诗豪林述庵”，因林纾后来沦为激烈反对新文化的保守文人，当时亦非南社成员，所以今人对柳亚子推重林颇为不解，其实只要见了这篇《诗序》，了解到辛亥前后他们共同反对“枯寂”的同光体，提倡风格“快”、“豪”的唐诗，便不难理解了。早年林纾不仅以笔译西洋文学一新国人耳目，的确也称得上是一员爱国激进的勇将，他曾在《黑奴吁天录·跋》里说：“特为奴之势逼近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这种爱国激情，推动着他在诗歌创作上与柳亚子一起继踵大声镗鞳的唐诗，反对枯寂冷峭的宋诗，乃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柳亚子的“思振唐音”，不仅指“布衣之诗”的反抗性思想内容，也包括“唐音”那种昂扬奋发，激情澎湃的风格特征。只有这种风格，才能抒发他爱国的革命壮怀，只有这种形式，才能适合他的作品爱国的革命内容。在《论诗三截句》中，柳亚子赞赏夏完淳、顾炎武、龚自珍，不仅因为他们是反清爱国者（夏、顾），也因为他们的诗歌，充满着“词家屈宋有渊源”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洋溢着“飞仙侠客古无俦”的奇情异彩，激荡着“不为叹老嗟卑语”的豪壮意气，都属于“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的“布衣之诗”那一反抗性、叛逆性的传统。钱钟书先生说：“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谈艺录一）柳亚子崇尚“唐体”，实际上意味着他代表着一个正当“少年”的新时代，而同光体“枯寂无生趣”的“宋调”，则是老朽的封建中国行将就木的哀歌。

但柳亚子并非简单地以粗豪痛快的挥斥批判取代严肃客观的理论分析，对于宋人、宋诗、宋词，也并不是一笔骂倒，在《诗序》中，他一方面肯定宋人“最重名节”的优点，另一方面又对“放翁——记南园，遂贻口实”深抱不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柳亚子对宋人及其文学的评价，同样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同样以他积极昂扬的豪壮风格为准绳。

韩侂胄（平原）在《宋史》中被列入“奸佞传”，历来骂名不绝，陆游曾为韩写过一篇《南园记》不是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的污点，甚至对韩侂胄这样被目为“乱臣贼子”的人，也肯定其“抗疏北伐”之功。“放翁爱国岂寻常，一记南园目论狂，倘使平原能灭虏，禅文九锡亦何妨。”（《王述庵论诗绝句诋讠其                            放翁，感而赋此》）这首绝句正是本篇一个很好的注脚。至于柳亚子对辛弃疾的推崇，是人所共知的。他自号“弃疾”，并用过“青兕”笔名，在《题稼轩词》的《虞美人》里，称稼轩是“霸才青兕兵家子”，主要是赞扬稼轩具有热烈的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虽然柳亚子批判宋诗派时说过“横流解悟苏、黄罪”，（按此本元遗山《论诗绝句》“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句），嘲笑“分宁茶客黄山谷”，按此系借用《宋稗类钞》所载富弼讥黄庭坚“不过分宁一茶客耳”），但在《诗序》中，他并不因文字上的门户之见而否定苏、黄的为人，他称赞苏、黄敢于坚持自己的政见，不肯“曲学阿世，迎合时宰”，而“沦谪天涯、九死靡悔”的精神，特别是陆游、辛弃疾、苏轼诸人，横绝天放，乐观超迈，在宋人中确属独树一格，柳亚子在文学上也是钦敬他们的。就在《诗序》中，多处语句，皆出于苏东坡，如斥同光体之“造为艰深以文浅陋”，乃出于苏《答谢民师书》之“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陋之说”，“黄茅白苇之诗派”，出于苏《答张文潜书》，“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而“扪盘”一典，亦出于苏之《日喻说》，都是信手拈来，妙如己出。可见柳亚子对于才思横溢、文笔奔放的坡公，自有一番亲近之情。这也代表了他对于整个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有批判、有吸取，不因人废言，不因言废人，这对于一个激进的叛逆型的革命诗人来说，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态度。

综上所述，在《诗序》中体现出的柳亚子的诗歌理论，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的斗争武器而出现，具有尖锐的批判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因此，反对“职官表、缙绅录”式的官僚之诗，提倡不屈服于统治者的“布衣之诗”；反对柔靡猥琐僻冷生硬的诗风，而主张昂扬奋发、刚健浪漫的诗风。他对前代文学的选择取舍、批判继承，都以他的诗歌这一革命的、爱国的思想核心为准绳。通过对他的诗论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柳亚子在其一生之中，始终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密切服务于不断前进的革命事业，始终坚持着那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批判和战斗精神，始终保持着那一股永不衰颓的“少年才气发扬”的壮志豪情，他才能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始终跟进于时代的步伐。他将永远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占有光辉崇高的席位。

附录：

胡寄尘诗序
囊者畏庐老人序林先生述庵诗曰：“近十年来，唐诗祧矣。一二钜子，尚倡为苏、黄之派；又降则力摹临川；又降则非后山、简斋，众咸勿齿。忆壬寅都下与某公论诗，竟严斥少陵为颓唐。余至噤不能声，知北地、信阳在今更刍狗耳。”呜呼！何其言之痛也。

虽然，今日诗道之弊，其本原尚不在此。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彼其声气权势，犹足奔走一世之士，士之夸毗无识者，辄从而和之，众呴漂山，群盲诧日。后生小子，目不见先正之典型，耳不闻大雅之绪论，氓之蚩蚩，惟扪盘逐臭者是听；而黄茅白苇之诗派，遂遍天下矣。夫天水一朝，最重名节，王荆公得君行政，有志三代；徒以新法奉行不善，见诟于世；苏、黄之伦，遽攻之如仇敌，沦谪天涯，九死靡悔。韩平原抗疏北伐，齐襄复九世，鲁庄败乾时，春秋所曲予；时人恶其专政，未之许也。放翁——记南园，遂贻口实。宋人清议之严如此。而今之称诗坛渠率者，日暮途穷，东山再出，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不知于宋贤位置中，当居何等也。其尤无耻者，妄窃汝南月旦之评，撰写诗话，己不能文，则假手捉刀，大书深刻，以欺当世。就而视之，外吏则道府，京秩则部曹，多材多艺，炳炳麟麟；而韦布之士，独阒然无闻焉。呜呼！此与职官表、缙绅录何异，而诗话云乎哉？昔吕崇德有言：“今日之文字，坏不在文字，坏在人心风俗。”夫人心风俗之既坏，即工诗何益？而况其背谬嚣妄，如畏庐所言者耶？

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海内贤达，不非吾说，相与激情扬浊，赏奇析疑，其事颇乐。而皖中胡子朴庵、寄尘昆季，咸翩然来游焉。朴庵精训诂之学，薄词章为小技，粹然儒者。寄尘则少年英俊，方有志于经世之务，出其余绪，作为小诗，清新俊逸，朗朗可诵，视世之涂棘以为工者，夐乎异矣。间尝裒其所著为一卷，问序于余。余于斯事，盖有志而未逮者也，乌足以辱寄尘。顾谊弗能却，爰述畏庐之言，为寄尘告。俾明厥趋向，毋入于歧途，而于崇德所谓“今日之文字，坏不在文字，其坏在人心风俗”者，尤愿寄尘三致意云。

辛亥七月，同社柳弃疾序。

本文作者金绍先，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